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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海外華人的線上交往程度也隨之加深，本

文探討社交媒體如何形塑在日華人的交往形態，並從關係角度解釋跨

文化適應中的影響機制。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多個社

交平台中進行參與式觀察，選取了26位華人移居者進行訪談。對所搜

集的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後，識別出23個初級主題、10個次級主題和4

個核心主題。分析結果顯示，華人依據社交媒體塑造出彈性化的技術

邊界，並基於此在族群內外形成了圈層分離式的交往結構。族群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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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輩關係為紐帶，建構出低流動性和高義務性的新型熟人社會，族

群外部則採取陌生人式的人際關係，具備明顯的不穩定性特徵。這一

交往格局也奠定了華人「跨文化配得」的適應路徑——在文化和權力的

雙重影響下，一方面迴避衝突，主動適應東道國在符號、禮儀和道德

等方面的規範，以此滿足日本社會的文化期待；另一方面，由於權力

分配不均，華人不願觸及日本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也不追求深度融

入當地社會，而是通過調整交往邊界，在兩套關係結構間反覆協商，

以謀求足夠的生存資源。

關鍵詞：跨文化適應、數字社交網絡、主題分析、社交媒體、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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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online social eng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social media platforms shape the interactional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Japan and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se 

interactions influence their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framed through a gu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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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mbin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 wi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26 

Chinese migrants. Systematic coding revealed 23 primary themes, 10 secondary 

themes, and four core themes. Findings show that migrants create flexible 

technological boundaries on social media, enabling a layered mode of interaction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ir ethnic group. Internally, connections are based on 

seniority ties, forming a low-mobility, high-obligation acquaintance network. 

Externally, interactions follow stranger-like logics marked by instability. This 

interactional structure underpins what we define as “Intercultural Qualified 

Belonging.” Influenced by cultural and power dynamics, migrants navigate dual 

pressures: they proactively adapt to Japanese social norm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eet cultural expectations, yet, due to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they refrain from 

fully engaging with Japan’s core value systems or pursuing deep integration. 

Instead, they strategically adjust social boundaries and negotiate between distinct 

relational structures to secure essential resources for survival.

Keywords: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digital social networks, thematic analysis, 

social media, new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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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傳播已經持續百年，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

人口的跨國流動成為常態。根據日本2024年公佈的在日外國人數量統

計，在日外國人共有3,588,956人，其中華人數量為925,038人，是在日

外國人中的第一大群體。1人口群體性流動的背後伴隨著其所屬群體文

化的流轉，大量的華人移民進入日本社會，既通過組建各類華人社

團、華文媒體、華人學校等方式構建出華人在當地的社會組織；又採

取參與各類在地國組織的策略，嘗試擺脫文化陌生人的身分。

既有的研究框架中，對於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分析，多數集中

在以唐人街為代表的線下社區，描述其與日本社會的連接特徵。以橫

濱、神戶和東京池袋等地的唐人街為例，當地的華人群體圍繞學校、

住房和兼職崗位建立文化飛地，雖然這一社區形式已經成熟（Liu-Farrer, 

2013），但並未表現出明確的文化融入特徵。即使從1990年代開始，日

本就提出了「共生文化」的概念，強調去政治化、去少數群體化、以及

去歷史化的文化策略，以適應全球化發展，但是日本民族的單一性特

徵仍然顯著，使得外來移民與日本社會之間的連接十分脆弱，進而加

劇了社會分散（栗本英世，2016；Yamashita, 2021）。近年來這一交往形

式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由於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線上平台拓展了

華人移民的交往範圍，使得分散在不同地區的華人可以直接在平台中

產生聯繫，形成新的跨文化社區（Wang, 2020）。另一方面，由於新冠

疫情期間日本採取的社交隔離和入境檢疫政策，華人的人際交往也被

迫從線下轉向線上，基於這一交往形態的變化，本文主要關注華人的

數字交往。

當前對於華人線上社區的研究，主要關注傳播的內容層面，對社

交媒體中的話語進行分析，但是相對缺乏對關係的關照。Knoke與
Yang（2020）認為社會網絡中的關係結構相比於其他指標更加重要，可

以從更深層次的行為影響，因此本文從人際關係的視角出發，關注在

日華人依託社交平台建構起來的關係結構，以及線上交往與其他社會

網絡之間的互動，並進一步挖掘社交關係與跨文化適應之間的深層關

係，豐富跨文化適應的研究路徑和理論內涵，也為提高在日華人的社

會適應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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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跨文化適應的研究路徑

跨文化適應是指在個體在兩個不同文化的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

直接的文化接觸，致使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

（Redfield et al., 1936）。跨文化適應研究起源於人類學，後續在心理學、

社會學、傳播學等不同領域展開，構建出較為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

早期研究者強調關注跨文化個體在心理方面的變化，例如，Berry

（1992）提出了著名的壓力－應對模型，並指出不同個體在異文化環境

中會形成不同的適應模式，包括整合、分離、同化、邊緣化四種路徑，

並借此平衡好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之間的關係。後期相關研究則更

多延伸到了行為層面，傳播學開始介入到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以
Gudykunst（2003）為代表的研究者，遵循文化習得的研究路徑，將跨文

化適應的過程視為學習異樣文化技能的過程，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焦慮

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強調人際關係和資訊傳播在跨文化適應中的重要

作用。相關理論認為，有效的跨文化傳播可以降低作為文化陌生人對

東道國社會產生的不安和焦慮，進而促進跨文化適應。雖然跨文化旅

居者面對新文化環境中的不適應會產生壓力，但是旅居者也會對環境變

化作出相應的變化，以求適應新的文化環境。在這一語境下，跨文化

適應表現為壓力－適應－成長的動態過程。Kim（2001, 2009）則是進一

步提出了跨文化整合理論，再次強調了傳播互動的重要性，認為適應過

程包括文化學習（acculturation）和文化卸化（deculturation）兩個部分，大

眾傳媒和人際傳播會在其中產生顯著影響，適應的核心則是移居者與東

道國的交往能力（host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雖然Gudykunst（2003）和Kim（2009）的理論模型在後續的研究被

廣泛應用，但也被指出理論模型中未考慮到文化和權力關係的複雜

性。文化本質上涉及到符號、價值觀、禮儀等各個方面，並且是由不

同群體之間不同視角、利益和權力關係鬥爭的結果（Weng, 2015），因

此文化適應過程和結果都需要在不同層次和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展開

（Ward & Geeraert, 2016）。有學者提出了用差異性適應理論（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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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ation）替代傳統的適應理論，強調不同移居者會因為社會、文化、

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差異而造就不同的適應經歷，文化適應並非是移居

者單向的接收過程（De La Garza & Ono, 2015）。與此同時，Gudykunst

（2003）和Kim（2009）等人是基於傳統的傳播環境提出的理論模型， 

隨著社交媒體對於跨文化適應的介入，改變了原本大眾傳播和人際關 

係的形態，先前的理論模型對於社交媒體傳播生態的解釋力不足，因 

此研究開始轉而討論技術中介在其中產生的影響，試圖在交叉學科 

中尋找新的理論視角以適應這一變化。例如，有研究引入線上社區實 

踐理論（online community of practice），認為線上社區中成員的共同領

域、共用實踐活動和成員關係建立是三個促進文化適應的核心要素

（Wong & Liu, 2024）；而由於文化傳播的多元性，則可以借助溝通適應

理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和期望違背理論（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對Kim的模型進行補充，通過趨同和分歧兩方面出發，

分析跨文化情境中的行為是否具備適應性（Hoffman & Zhang, 2022），這

些理論都為跨文化適應研究領域提供了分析框架。

社交網絡與跨文化適應

社交網絡是指社會成員之間通過互動形成的關係體系，是人和人

之間基本的連接形式（Mitchell, 1974）。早在1999年Smith就提出了社

交網絡與跨文化適應存在緊密的關係，社交網絡的屬性可以改善異文

化之間的關係，同時維護社會結構的穩定（Lee, 2014）。

首先，社交網絡會影響文化行為。當旅居者進入東道國社會時，

原有的社交網絡規模、網絡同質性和網絡緊密度是影響文化適應程度

的重要變數（李小紅、封佳琦，2021）。同時，東道國社會網絡的結構

特徵也會影響旅居者的主觀交往意願和客觀融入水準（郭小弦、宋京

恩，2021）。例如，一項針對巴賽隆納移居群體的研究發現，個人在強

關係網絡的交往中，交往對象的民族多樣性有助於提高對異文化的認

同（Bobowik et al, 2022）。Hofhuis等人（2023）通過對德國和荷蘭留學

生的研究也間接證明了，維持母文化的取向往往與高密度、同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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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絡結構相對應，這類網絡雖能提供情感支持，卻限制了與東道

國文化的接觸，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適應過程。

其次，社交網絡本身的形成並非中立，往往深受個體所承載的文

化框架塑造。既有的文化框架也會影響社交網絡的關係結構，從而參

與塑造旅居者群體所在國和母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Khaw

等人（2023）通過對來自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202名移民的調查發

現，語言、價值觀及傳統等文化因素深刻影響移民的社交選擇，促使

他們形成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緊密社交圈層（同胞網絡），從而增強了

群體內部的「綁定資本」。這種基於文化認同的社交網絡不僅是移民獲

取創業資源和資訊傳遞的重要管道，也促進了移民通過創業活動在母

國與東道國之間構建緊密的社會經濟聯繫。正是這些文化因素，引導

個體在社交網絡中偏好某類群體、互動形式和網絡結構，強化或限制

了跨文化橋接的可能性。

在中國的文化框架下，社交網絡的結構具有明顯的特殊性。與普

遍信任和連接資本不同，中國式社會網絡更強調「關係」，一種基於信

任、情感和義務的私人連接體系。這源於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裏「以家

為本」的秩序理念，家庭和諧被認為是社會秩序平穩運行的基礎（Jenco, 

2017），而「關係」則被視為是家庭的外化。這種對關係性和對集體主義

的看重被進一步表現為對整體利益的認同。在該框架中，關係、面子

與人情共同構成了華人社會網絡的核心機制，形成情感、義務與互惠

為基礎的私人聯繫網絡（翟學偉，2005），這種通過信任關係轉移的關

係網，能夠提供超越西方特定化信任和紐帶資本限制的更多社交機會

（Feng & Patulny, 2020）。

在這一互動機制中，社交媒體平台已成為社會網絡構建的關鍵基礎

（Xie & Chao, 2022），不僅延續了文化認同群體的關係網絡，也為異文

化之間的交流提供了結構性機會。通過社交媒體形成的線上社交網絡

不僅能夠幫助旅居者緩解文化衝擊，還能幫助其形成「文化緩衝帶」，

提高其對東道國文化的適應度（Ju et al., 2016）。Alencar（2018）通過對

來自不同國家的18名難民在荷蘭的融入情況進行調查後發現，社交媒

體是難民建立聯繫、橋接社會資本及維繫原有社交網絡的重要工具。

而文化框架也會影響旅居者在社交媒體等現代交流工具上的選擇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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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 Cai, 2023）。高曉瑜（2022）通過對旅華留學生的研究發現，借由

社交媒體建起的留學生去中心化的、流動的、分佈式的社會網絡關係，

有助於留學生彼此發展多元性關係，提升其對東道國的文化認同。

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現狀

雖然中日兩國之間的人口流轉和文化交往都具備深厚的歷史，同

時在日華人的數量已經超過外國人總數的30%，但是針對在日華人跨

文化適應研究數量並不多，主要集中在不同子群在進入日本社會後，

對於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在認知、態度和行為上產生的變化。

在日華人群體中包括了主婦、留學生、勞工、二代移民等不同子

群，不同子群的跨文化適應呈現出差異化特徵。例如，具備永居身分

的華人移民群體會採用「超越志向」的文化適應策略，不會單一認為自

己是中國人或日本人，而是以第三身分進入東道國社會（趙師哲、田中

共子，2020b）。而在其二代子女方面，由於繼一代白領父母後長期接

受東道國主流教育，在對於母國社會的身分認同、語言學習等等方面

會進一步與一代父母會產生一定差距（園田茂人，2022）。與此同時，

由於中國社會的跨境產業，使得原本在被日本社會邊緣化和收入水準

低下的華人主婦群體重新獲得了社會經濟地位，進一步降低了其在跨

文化適應過程中的經濟和語言障礙（張潔，2022）。在留學生群體中，

以「人情」為核心的中國式社會關係在東道國仍然得以延續，留學生群

體中「酒桌文化」依舊是維繫自身社會交往，建立身分聯結的重要方式

（毛新華、大坊郁夫，2006），同時有研究指出由於中日文化的高度相

似，被認為具有普遍的亞洲文化價值觀，包括集體主義、情感自製、

家庭共用、和諧策略等等，這些相似性也都反應在兩國的跨文化適應

行為中（Zhang, 2023），致使日本作為東道國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

差異，從而缺乏社會支持，影響了中國學生的文化適應（殷夢茜、青木

紀久代，2017）。

從過往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對於在日華人的跨文化適應分析，大

多希望通過兩國社會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適應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以提高華人在異國社會環境中的融入程度。但是一方面，多數研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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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作一個抽象概念，沒有區分文化的不同層面。例如，未分析中

國和日本在價值觀層面的差異性，以及如何影響華人在異文化環境中

的社會交往和文化適應。其中包括，恥感文化在日本社會所形成的對

於規則的嚴格遵守，強調個人服從規範，而中國與之相似的人情和面

子文化，則注重的是由地位優越性和能力所驅動的社會互動，強調群

體交往中的互利性特徵（翟學偉，2016；Wei & Li, 2013；Xiao & Zhou, 

2024）；另一方面，未將跨文化適應看作一個整體，更多是作為變數進

行分析，缺乏對於權力結構和社會不同維度的關注，同時較少談到社

交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之間的關係。例如，在香港地區的移居者中，

雖然社交媒體可以促進與當地的溝通，但是也放大了社會中的權力鬥

爭，促使少數族裔的邊緣化（Lai & Cai, 2023），那麼相比之下，日本社

會的語境中，社交媒體的使用與交往模式、民族身分等方面是否存在

關聯，以及是否具備區域特殊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傳播學視角，將跨文化適應視為個體進入

異文化環境後，通過交往和傳播與當時社會產生關聯的動態過程，分

析文化在本族群和東道國社會中的流動方式，以及與周圍環境和當地

社會產生互動的過程。

基於此提出研究問題：

（1） 在日華人的數字社交網絡具備怎樣的形態特徵？形成了甚麼樣

的社交關係結構？

（2） 社交關係如何作用於華人跨文化行為？形成了甚麼樣的跨文化

適應路徑？

研究方法

數據收集

在數據收集階段，本研究選取了26位對象進行半結構化訪談，以

獲得足夠的經驗材料。由於日本的在留資格類型較為複雜，本文將身

分類別大致分為留學、就業、家族滯在和永住四種，以便對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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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分析。三位研究者分別在不同的線上社區中進行了一個月左右的

參與式觀察，途徑包括微信群組、豆瓣小組、小紅書社區、LINE、
Facebook等不同管道，以避免在單一平台中獲取資訊的局限性。在招

募的訪談對象中，在留身分包括留學生8人、就業13人、家族滯在3人

和永住獲得者2人；性別構成是男性10人，女性16人；年齡區間為21

歲到58歲。由於地理位置的限制，訪談採用了線上文字和語音兩種形

式，語音部分經過錄音後再採用飛書軟體轉化成為文字資料，字數總

計274,560字。訪談提綱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交平台的使

用情況，包括使用場景、使用習慣以及在日本和中國兩個不同區域中

使用習慣產生的變化；第二部分是華人在東道國的社會交往情況，具

體包括人際關係、交往方式和交往動機等；第三部分是對於日本文化

的認知和態度，具體體現為融入意願、社會接納程度和文化差異感知。

主題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的方法，該方法繼Braun和Clarke （2006）提出

後，於2019年在原有框架上進行拓展（Braun & Clarke, 2019），增加了

對於研究者反思性和動態性分析的要求，本文依舊按照經典的六階段

分析，分別包括（1）熟悉數據；（2）生成初始代碼；（3）尋找主題； 

（4）審查主題；（5）定義主題；（6）撰寫報告，並結合反思性要求，在分

析步驟中減少自身的偏見和假設。

在開始編碼前，研究者需通讀訪談資料，並將研究主題帶入其

中。進入編碼階段後，首先需要對文字進行逐字逐句分析，並打上標

籤，對相近的概念進行整合，獲得59個初始代碼。在尋找主題的階

段，在各個初始代碼之間進行比較和歸納，並基於內在主題的一致

性，識別出23個初級主題。進一步分析發現，初級主題之間同樣存在

關聯性，例如，在數字交往中，是否有用會成為華人判斷是否維繫關

係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基於初級主題之間的邏輯關係對主題進行

再次歸類，將23個初級主題進一步劃分為10個次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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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初級主題的生成和次級主題的歸納後，研究需要提煉核心

主題。基於前敘步驟的反思和分析，對於次級主題進行進一步的整

合，挖掘內在的核心邏輯和結構關聯，最終得出四個核心主題，包括

數字交往形態、數字社交網絡建構、新型熟人社會和跨文化配得。跨

文化配得指的是受訪者在東道國社會的互動中，依據於關係結構所採

取的交往匹配策略，其中匹配包括文化和權力雙重維度。移居者不再

將文化融入作為目標，而是在族群外部，主動將自身行為調適到與東

道國社會規範相匹配的狀態，以避免交往衝突可能造成的社會資源短

缺，在權力受損時則會退回到族群網絡中尋求幫助。這四個核心主題

也分別對應了研究主題的四個子問題（見表一）。

表一　主題編碼表

初級主題 次級主題 核心主題

工具性交往

交往方式 數字交往形態
情感性交往

趣緣性交往

規範性交往

血緣關係

社交關係構成

數字社交網絡建構

伴侶關係

組織關係

一般性關係

線上社區
交往空間

線下參與

群內關鍵節點
交往入口

新型熟人社會

熟人拉新

族群內部
族群邊界建構

族群外部

社會輿論
東道國社會機制

公共事務

與日本人衝突
避免衝突行為

跨文化配得

同胞矛盾

決定是否融入 融入意願

文化接近
文化感知

文化差異

社會資源
權力感知

話語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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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主題分析模型

在依次獲得初始代碼、初始主題、次級主題和核心主題後，將研究

問題再次帶入到核心主題當中，通過對於編碼結果的反覆整合修正，最

終得出了在數字社交網絡對於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主題模型，如圖一

所示，主題模型總結了影響在日華人跨文化適應的核心要素。

華人數字交往形態分析

交往的技術分配與制度化邊界

既有研究證實了社交媒體對於適應陌生文化具備重要的作用，會

對旅居者的認知、態度以及行為模型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然而對於

是否能夠促進文化適應並沒有定論。例如，社交媒體的介入雖然可以

維持與母國和東道國的聯繫，但是也促使了跨文化群裏不同社交群體

採取區隔化的溝通方式（Lim & Pham, 2016）。根據編碼分析結果來

看，不同平台的使用會促使數字交往邊界的產生，其中的驅動力包括

技術性和工具性因素。

從獲得的訪談材料發現，在日華人分別採用了中日兩套社交媒體

使用體系，在沿用中國社交媒體以維護同胞交往關係的同時，絕大部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5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6期（2026）

分受訪者也會通過順應日本社交媒體與當地社會建立聯繫。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選擇並非簡單的隨機分配，而是在使用過程中

存在明顯的地區偏向，並在兩套社媒體系中形成了明顯的邊界區隔。

在對於中國社交媒體的沿用中，華人群體雖然身處日本社會，但是受

訪者提及頻率最高的仍然是微信，微信既是聯繫國內親友最直接的管

道，也是華人圈子的連接工具，幫助華人形成平台內的同族群聚合，

其餘的平台使用則集中在小紅書和抖音；在順應日本的社交媒體使用

習慣時，受訪者提及較多社交媒體的是LINE，作為日本地區具備代 

表性的社交媒體，LINE主要用於華人族群與當地所在組織或群社群 

成員的聯繫，其他平台使用分佈較為分散，包括Teams、Facebook、
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Slack等。有研究認為用戶在進行平台使

用分配時具備高度的自主性，有著強烈的行為動機（李嬡嬡，2022），

那麼平台分配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自我的交往分配，用戶會將不同的

社會關係放置在不同平台中（董晨宇等，2020）。從這個角度來看，微

信作為在日華人主要的交往平台，實際上仍然承載了華人主要的交往

關係，即使身處東道國社會，這一結構並未完成遷徙，而是仍然在族

群內部展開。例如，受訪者提到「微信之類的跟中國華人有專門一個

群，然後從裏面一個一個慢慢認識，認識多了後就慢慢建成了一些新

的華人群。」（S2）與此同時，華人雖然對於中日兩套社交媒體會採取混

合使用的策略，但是兩套體系之間存在明顯的邊界區隔。

有研究證實了語言資本、身分認知、自我認同等方面會對平台的使

用分配產生影響（Lai et al., 2022），會在不同平台之間形成文化邊界。
Wimmer（2013）認為，制度也是維繫這種邊界（boundary）存在的重要要

素之一，制度不僅包括已經建立起來的國族，同樣也包括文化、市場、

宗教等。從這一視角來看，在日華人對於微信等中國社交媒體的延續

使用在被視為一種文化慣習時，平台和交往分配實則也會受到社交媒體

技術依託的制度影響，形成以技術為主導的分配模式。

其中，中國社交媒體的相對封閉生態，是網絡防火牆及其制度影

響下的典型表徵。對於華人族群，尤其是初入東道國社會的旅居者而

言，母國社會形成的媒介使用慣性往往會被延續。儘管他們在日本已

不再受到網絡防火牆的直接約束，但其在母國的社交網絡仍受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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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此他們仍需繼續留在原有的中國平台，以維繫與母國的關係

結構。例如，有受訪者指出，「一般和國內的家裏人還有朋友甚麼的也

只能用微信之類的了，其他的國外那些用不了。」（S19）同時，中國社

交媒體的強制度特徵容易將非母國用戶排除在外，其中嚴格的實名認

證、資訊可追溯、海外手機號限制等機制共同推動華人族群形成相對

封閉的交往網絡。有受訪者提到「中國人還是微信聯絡比較方便，還可

以收付款，不受限制。」（S16）相比之下，以LINE為代表的日本社交媒

體，則是更傾向於弱制度化的技術工具。其不需要完全實名、內容本

地化管理等特點，也更符合日本無緣式的社會關係。但對於中國用戶

來說，則會降低其與東道國用戶產生深度聯繫的可能，同時會引發信

任感不足的問題。例如，有受訪者表示「老是遇到隨便加我LINE的，

然後就被我拉黑了，LINE很容易被殺豬盤。」（S23）

從縱向對比來看，無論是在中國社交媒體體系還是日本社交媒體

體系中，受訪者都更加偏向通過微信和LINE這一類個人平台建構建構

交往關係，通過小紅書、抖音、Instagram這一類公共性平台獲取資

訊，對於獲取到的有用資訊會流入個人平台成為共用資源。例如，受

訪者提到，「微信啥的反正天天用就是跟家裏人聯繫的，LINE會跟同學

還有同事甚麼的聯繫，聊聊工作上的問題，小紅書推特啥的獲取些新

資訊吧，搜點日本的資訊和熱點，然後也會拿來分享。」（S18）對於在

公共性平台的使用中，除了同樣也會因為受到防火牆的影響、形成資

訊流通的閉合外，由於中國社交媒體在支付、買賣、物流等功能層面

對於日常生活的滲透程度更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一部分原

本在東道國社會生存的必要技能，包括語言學習、主流價值觀等。因

此，有受訪者表示「一般下班之後或者是節假日的時候，小紅書、抖音

幾乎手機不離手的時候都會翻看，需要上面的資訊。」（S15）這些因素

都使得華人用戶對於母國平台的黏度更高。

主觀支持感知下的交往驅動與社交網絡彈性邊界的形成

華人內部的數字群體之間同樣存在技術邊界的劃分，群組和群組

之間的連接並不是無條件暢通，交往分配同樣遵循技術制度和自主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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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原則，分析發現，產生族群內部交往差異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對於

支持感知的主觀判斷。不同於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劃分方式，其邊界

主要依賴技術制度的分配，並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個體主觀感知的顯著

影響。這一分層機制不僅影響了族群內部的交往模式和文化認同，也

保留了一定的邊界彈性。與傳統線下社區的封閉性相比，數字交往具

備更高的流動可能。

首先，工具支持和技術制度的雙重作用，使在日華人的社交媒體

使用分配呈現出明顯的二元結構，即中日兩套體系並存。在使用分配

上，並非平均分佈，而是展現出分層式的使用模式，並形成了清晰的

制度化邊界。以微信為代表的中國社交媒體更多作用於族群內部，用

於和母國以及在日同胞的社會交往，而以LINE為代表的日本社交媒體

則用於和東道國社會產生聯繫。這種媒介使用的分層性，具體反映了

平台技術制度與文化結構在交往邊界構建中的深度介入。

已有研究指出，中國移民高度依賴核心關係（core guanxi）和非正式

聯繫，傾向於通過親友和熟人獲取資源（Feng & Patulny, 2023）。社交媒

體的使用分配恰好體現了這一關係結構在社交網絡中的延展性需求。

與社會資本不同，關係（guanxi）更加強調長期持續與義務式的互惠行

為，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使用中，工具性支持被反覆

強調，與此同時會將回報也作為拓展交往的環節，例如有受訪者提到

「小紅書認識很多中國人剛來日本，日語不好需要翻譯，我都熱心免費

幫助。」（S15）這進一步佐證了在平台內的幫助與支持，實際上已成為

華人維繫數字關係的重要動力來源之一。這種以功能性為導向的交往

模式亦體現在華人族群的數字網絡中。不過，即便共用語言與文化資

源，但族群中的交往行為更多取決於用戶對關係效用的主觀判斷，族群

內部的交往差異也反映出用戶基於支持感知所進行的選擇性連結。已

有研究證實了社交網絡為移民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支持（Aguilera & 

Massey, 2003）。Ong和Ward（2005）進一步將這種支持劃分情感支持、

社交陪伴、有形支持和資訊支持等功能。Lu與Hampton（2017）指出，

這種支持實際獲得與否，往往取決於個體的感知與策略。因此，即使

身處同一文化語境，華人用戶在數字交往中仍展現出選擇性與分層性，

映現出族群內部邊界的動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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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移居者在進入到東道國社會後會消解母國原有的支持

網絡，而社交媒體在這一過程中則會成為社交網絡的補充，為跨文化

用戶繼續提供社會支持。一方面，華人對母國社交網絡的支持感知存

在矛盾。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朋友圈不太好發，就當樹洞發一下記錄

一下，挺好的。每次說日本的一些做得好的地方，就會被罵。」（S9）這

反應出母國親友與旅居者之間的資訊理解錯位，導致認知隔閡，從而

削弱了在日華人對於母國網絡的支持感知。面對這一情形則會採取主

動構建交往邊界，不會主動提及和分享其在日的生活狀況，也不涉及

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差異性，主動與母國親友之間保留一定的資訊真空。

另一方面，支持感知評估同樣會出現在華人族群內部。例如，有

受訪者提到「在想要去擴展人脈，收集素材，有需要的時候就建立聯

繫，尋求資訊時候就會想要去線上找人」（S16）；「和華人交流能知道一

些在日本的生活經驗。比如租房子在每個區繳稅不一樣」（S6）；「文化

背景接近有類似的生活經驗和體驗，懂現在的梗，有話好聊，相較之

下能聊得來不太會無話可說，相處起來不累。」（S19）這表示，雖然華

人用戶會主動去尋找同一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接觸和交往，表層看來是

文化認同在發揮作用，但是事實上其目的更多只是為了更輕鬆地交

流，亦或是可以進一步通過更加低的成本獲取社會資源。

因此，雖然既有研究證實社交媒體可強化既有社交關係，其分層

使用亦可能加深族群內外的交往邊界，但這些邊界並非絕對固定，而

是受個體感知與策略性選擇的共同影響，在不同使用情境中呈現出動

態調整的可能。這也說明，雖然同一群體中文化趨同仍然是形成群體

的重要驅動力，但是數字交往中的關系聯結形成也不會完全受制於原

有的邊界，由於個人的自我感知會被放大，華人用戶的行為方式也會

傾向於感知認同下的簡單適配。這一變化最明顯的表徵在於，華人用

戶在主動去尋找同族用戶、判斷是否建立關係時存在明顯的隨機性和

主觀性，與傳統的民族歸屬、政治經濟系統支配所建構出的傳統意義

上的文化妥協相比（Wimmer & Schiller, 2002），共同體思想在平台中表

現得並不顯著，而是由個體經驗主導下的關係延展，進一步依賴工具

式互惠所凝結起來的淺層共識，這樣的主導方式使得共識的含義變得

更加模糊，群體邊界也因此具備更高的流動與變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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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族群邊界也並非恆定不變，而具備流動與跨越的可能。相

較於線下華人聚居區所形成的種族邊界，以技術驅動的社交平台體系

則展現出更低的封閉性。這種特徵來自兩方面：其一，平台的物理門

檻較低，透過簡化操作以提升用戶活躍度，促使用戶具備高度的主動

性，能在不同群組與社群間自由切換。例如，有受訪者提到「不同的群

反正我都加點，最多的肯定還是學習打工的這種群，但其他的也會

加，反正多加點也可以多接觸點，平時都看看也沒甚麼壞處，誰知道

呢說不定以後有用呢。」（S24）其二，族群內的資源流動減弱了社會資

源的固化。有受訪者表示「平時如果找不到兼職或者打工的時候，就去

加小紅書微信之類的群，有那種專門招工的群，裏面就會發招聘資訊

出來，具體要求也看得到，線下找不到或者有的地方不要華人的時

候，這種群裏也總能蹲到崗位的，我們自己店招人的時候也會在裏面

發。」（S22）既有研究認為，社會資源與階層差異越大，群體間封閉性

越強（Cornell & Hartmann, 2006），而高封閉群體常透過象徵性邊界強

化文化分化（Bourdieu, 1998）。但在社交媒體環境中，交往的可跨越性

促進了資源的流動與再分配，從而降低了因資源不均而產生的群體 

封閉性。

從整體來看，以社交媒體為土壤建構起來的社交網絡邊界，具備

明顯的彈性色彩。首先是邊界並非完全封閉的，華人族群內外存在可

以協商和流動的空間；其次是邊界彈性的鬆緊程度取決於一對張力，

兩端分別是技術所驅動的制度化和關係主導下的工具性支持，當技術

和工具其中的某一因素收緊的時候，族群的邊界則會再次收緊。例

如，華人在短期回國期間社交媒體使用會受到防火牆的限制；同樣，

華人用戶會通過主觀認知判斷社交媒體上溝通的交往對象是否有用，

在能夠滿足其工具性需求的前提下，社會關係則會獲得進一步的強

化。這種張力的存在使得社交邊界得以不斷調整，既為華人族群提供

了互動協商的空間，也使得其在面對不同情境時可以靈活調整交往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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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數字社交網絡建構

數字交往的兩種形式：緊密關係與鬆圈主義

過往多數的移民研究認為亞洲的跨文化群體有普遍的文化相似

性。例如，亞洲文化普遍存在嗜同性特徵（Wimmer, 2013），在文化適

應中更容易依從原有傳統的亞洲價值觀（Kim et al., 2001），也更傾向於

和相似文化背景的人建立關係，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移居者

的文化適應具備一般性特徵 （Xie & Chao, 2022）。有學者將這種具備相

似文化屬性、且存在一定差異的文化形態定義為「sibling culture」，並

指出即使具備文化共性，旅居者仍然需要應對巨大的適應挑戰，研究

也證實了其中教育、社會融入等因素對跨文化適應造成的影響（Zeng & 

David, 2007）。分析發現，在中國和日本看似相似的儒家文化框架中，

華人旅居者同樣會面臨文化差異，並會將其映射在社交網絡中。

當前在中日兩個族群之間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交融狀態，而是分成

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模式，分別是日本人關係網絡對應的陌生人式

交往和中國人關係網絡對應的緊密式交往。華人族群內部的交往更加

密集，這種密集與中國的關係文化具備顯著關聯，關係是獲得社會資

源的重要條件，離開母國社會後，原有的社會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被切

斷了，迫使華人轉而建立新的關係網絡，以延續社會資源的獲取，社

交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儘管平台追隨並放大了

個體的交往主動性，但是最終形成的社交網絡並非完全以趣緣為關係

紐帶、個體節點佔主導的現代化結構。相反，與傳統的關係文化如出

一轍，華人族群內部仍然保留了明顯的地緣、業緣和血緣等熟人特

徵，傳統熟人社會中的情感、禮儀和利益（費孝通，2020）等因素對於

在日華人圈的關係中同樣具備解釋力，同族群關係網之間義務性的互

惠互利會成為華人圈子中的默許規則。例如，受訪者提到的「華人之間

就互相幫助，經常走動，經常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問題」（S10）；以及強

調「微信上只要有人問我，只要我有空都會回答。」（S15）

與之相對應的是華人的日本人關係網絡。華人與日本人的交往更

貼近陌生人社會的交往方式，存在更強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特徵。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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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中對於日本人最多的交往來源分別是學習和工作，而社交媒體則

通常是用來維繫這一關係的工具。有受訪者提出「來往的話還是有幾個

華人朋友可信的，相比之下日本人距離感比較重，之後考慮認識幾個

日本同事，一般也都是工作才能遇得到日本人，日本社會都是各幹各

的，互不干擾才是最好的。」（S17）這一現象與日本的個人主義轉變相

契合（Fischer et al., 2012）。同時，一方面由於日本特有的恥感文化，

在社交中對於個人和規則的強調與中國關係的共用性特徵存在一定衝

突（Benedict, 1946）；另一方面，日本社會結構中普遍存在的團體主

義，通過潛在性規則和情緒性表達塑造出內外有別的集體意識，外來

族群往往被排除在外， 這也是日本單一文化的根源（工藤剛治，
2018），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雙方的深層互動。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

關係網絡和日本人關係網絡之間的交叉並不顯著，甚至在中日伴侶的

關係中也很少會形成頻繁的跨族群往來。換言之，華人對於兩國人的

交往更多仍然是在華人圈內完成，這一交往結構進一步促成了資訊的

不對稱，並使跨文化理解受阻，部分受訪者因此也提到了「日本社會對

華人的認知存在偏差與隔閡。」（S20）

維繫交往的重要因素：關鍵前輩和互助機制

研究普遍認為，旅居者會通過社交媒體建立聯繫，並在過程中獲

取身分認同、情感聯結和社會支持。然而，多數分析都是將平台視為

技術中介（Kim & McKay-Semmler, 2013; Ngai et al., 2020），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文化因素在其中產生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在華人數字族

群內部的社交中，「前輩」角色和互助機制作為維持交往的重要因素，

會在華人關係網絡中起到引導和支持作用。

在中日跨文化交往語境中所稱的「前輩」，是指較早進入日本社會

的華人。「前輩」具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進入日本社會的時間更長，

二是具備更多可以分享的東道國社會資源，其中包括資訊、就業、生

活等等不同方面。例如，受訪者提到，「我之前剛來的時候是之前學校

的學長幫我弄的一些東西，房子保險甚麼的，還是挺感激的。」（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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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像我們勞務派遣就是去的時候他的證是三年，所以我們當時去人

家公司會社住的地方的時候，他之前的前輩也在，就是也是中國人，

就是其實之前在那邊上班的人。所以當時我們剛去上班的時候，他也

會教我們跟我們說一些注意事項甚麼的，剛開始去上班的時候，也是

由之前的前輩帶著我們一起去工作。」（S5）這種前後輩文化在日本社會

中也作為不同團體組織內部的劃分方式普遍存在，其劃分標準包括年

齡、職級和資歷等等。前後輩之間也有明確的職責劃分，前輩承擔了

教導和關懷後輩的責任，而後輩則需要分擔前輩的工作，為日後自己

成為前輩積累經驗。這樣的前後輩文化在日本的各類社會組織中根深

蒂固，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前輩引導制度」。事實上前後輩文化並不是

日本社會所獨有，其文化來源於儒家文化中的「五倫」關係。五倫即為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和朋友（孫通海，2011），五種人倫關係構成

了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基礎，在日華人的社交網絡中同樣會遵循前

後輩的文化規範。由於同為華人，具備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經歷，

在嵌入日本社會的過程中，較早期進入日本社會的華人會成為後來者

開始建立關係網絡的關鍵節點。同樣，與日本的前輩相類似，由於早

期進入日本社會的華人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的了解程度更深，華人前輩

會為後輩提供一定的社會支持，包括在生活經驗、社會資源、價值觀

和文化規範等等多個方面，以減少華人後輩在進入日本社會後的異文

化衝擊。

在進入東道國社會之後，對於社交有用性的需求會一直延續，最

終形成比較完整的互助機制，用於維持和拓展現有的關係網絡，是否

能解決問題會成為是否繼續進行互動交往的重要標準。但與此同時，

有用性並非僅僅表現為單向索取，而是會在獲取資源的基礎上進行 

回饋，最終形成雙向的互助機制。在日華人的互助行為與中國傳統文

化當中強調的人倫關係有著密切聯繫，一方面是人情式人格的延續，

雖然現代化特徵沖淡了中國文化中的地緣和宗族觀念，也改變了原有

的鄉土交往形態，但是社會成員仍然延續了人情式人格（翟學偉，
2005），人情關係仍然作用於社會互動和公共生活中，在平台和人際交

往中的人情特徵表現在，將為「我們」、「自己人」、「同胞」提供幫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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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普遍默認的交往規則。另一方面強調人際交往和社會關係中的應有

之情，所謂應有之情是指在交往中需注重人倫中的義務，不同於現代

社會中的概念，傳統人倫中的義務注重的並不是契約型關係，其本質

為以身分角色為核心的託付關係。正如，有受訪者提到「說到底咱是自

己人啊，華人在外面很多時候最後還是得靠自己和身邊人，日本人人

家自己都管不過來，雖然華人裏面也有騙子但是遇到事的話也只能找

周圍人，一般別人有事我也會幫忙的。」（S23）在日華人的社交網絡

中，以託付關係為基礎的交往形成了一種「資源共用」的文化妥協，追

求利己和利他共存的關係結構，並且在此基礎上將中國人和日本人區

分「我們」和「他們」，形成適應不同社交場景和社會關係中基於「應有

之情」的交往規則。

新型熟人社會在異文化環境中的再現

在日華人族群內部對於人情式交往和託付關係的延續，都與熟人

社會的特徵不謀而合。費孝通（2020）提出，中國的基層社會是一種由

私人關係網絡拓展成的社會關係網，本質上是一種沒有陌生人的小圈

子。這種基於私人關係向外層層拓展式的交往結構，為理解在日華人

的交往與文化適應模式提供了理論框架。研究發現，在日華人依據平

台搭建出的數字社交網絡，進而促成了一種新型熟人社會的結構樣

態，不僅繼承了傳統熟人社會的關係紐帶，同時在東道國社會形成了

文化適應的協商空間。

華人之所以在異國他鄉仍能維持相對封閉但功能完整的交往結

構，與其在數字空間中所構建的信息閉環密不可分。受訪者表示「我正

常用小紅書就很夠啊，哪裏有好吃的店哪裏有畫展小紅書上都有人會

發，有的時候還有人低價出票」（S19）；「我們有一個專業同學群，一般

有甚麼問題大家都會在裏面問。」（S1）微信、小紅書等中文社交平台與

資訊平台已構成一個數字華人社會，即使無需依賴日本的社交媒體媒

體，在日華人也能獲取滿足其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類資訊和租房就業等社

交資源。這種以母語平台為載體的數字社交網絡，強化了群體內部的

資訊迴圈（Leurs & Ponzanesi, 2024），使得個體即便物理上嵌入東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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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其日常認知與交往實踐仍然可以植根於母國語境中。正因如

此，許多在日華人即使長期居住在日本，也並不急於學習或適應日本主

流文化，正如受訪者所言「沒有那種就是抱著要跟日本人特地去接觸的

狀態去接觸，因為我們周圍也都是華人圈。」（S5）這表明數字平台不僅

延續了傳統熟人網絡的情感紐帶，也構建起一種數字化的熟人社會結

構，使得文化適應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被緩衝（Alsaleh, 2024）。

可以看出，雖然在日華人在地理範圍上遠離中國，並不具備相似

的社會結構，在形成社會關係的過程中也缺乏所謂血緣和地緣因素。

但是，在社交平台的交往中仍然存在與熟人社會相似的關係特徵，其

中包括低流動性、禮俗秩序以及前輩主導的權力結構等。

文化邊界與制度張力：在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中間地帶

傳統的跨文化適應理論認為，跨文化者在離開母國、進入東道國

社會後，須經歷原生文化與文化適應的歷程（Kim, 2005）。在此過程

中，社交媒體被視為影響文化適應的重要變數。對於多數華人而言，

離開母國之後，社交媒體是其維持原有關係網絡的主要途徑，文化雖

然可以提供認知與行為的隱性依據，卻難以轉化為強烈的共同體意

識。而這一社會關係鏈條，致使文化邊界被技術媒介再次介入，導致

旅居者即使能接觸東道國資訊，東道國的文化價值觀也難以深入滲

透，最終導致一種處於兩者之間的「定居」狀態。例如，一位受訪者表

示「我認識好多中國人，他們來日本十多年一直都在中國人的圈子裏打

轉，一句完整的日語都不會說，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在日本這麼久。」

（S7）文化學習與實際行為之間的斷裂，可以被視為社交媒體關係網絡

中形成資訊的自我迴圈的結果。

社會結構的隔離並不僅存在於文化層面，同樣也體現在制度與角

色期待的斷裂上。在日華人是否真正進入以契約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模

式，實際上取決於其是否被東道國社會制度所收編。日本作為福利國

家，制度設計基於社會契約以維持內部和諧穩定，但該契約並未完整

涵蓋外來移民（Wimmer, 1997）。例如，有受訪者談到「日本整體來說還

是比較排外的，就拿日本人誇你來說，說你好的是說『你看起來很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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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他會把好的東西往自己身上攬，就像如果是日企的話像外國人

想晉升也是很難的，很多人只能去華人公司，一般簽證很多福利你也

別想有，除非能拿到永住」（S21）；「我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有派遣公

司把我們招來的他們幫我們辦了手續，我們就過來了，具體的一些政

策甚麼的我們也不清楚，總之跟當地接觸的不算多。」（S5）從中可以看

出，華人移居者雖受法律保護，但福利制度的涵蓋卻存在顯著差異，

僅特定在留資格者如經營管理、高度人才或入籍者可享受醫療、就

業、保險等制度性保障，其他在留類別則常被排除在外。同時，華人

自身對於這一制度契約的理解與認同程度也相當有限。由於語言障礙

與教育背景，大多數人難以快速掌握東道國制度所賦予的社會角色與

行為規範，造成其內在感知與外部制度脫節。

這種制度性缺口使得許多華人在無法或不願承擔東道國制度角色

的情況下，只能依賴地方倫理與人情義理來維繫社會關係。社會角色

的維繫不再取決於制度履行，而是根據人際互動中的情感互惠與道德

責任決定，當某個成員違反了這一預期，則會在群體中被邊緣化。由

此所構築的數字社群結構，是一種制度角色缺席下的功能性替代，既

鞏固了母國文化的邊界，也固化了其在東道國的邊緣位置。

跨文化配得：權力與文化的雙重影響

基於經驗材料和分析發現，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日本華人並沒有

完全遵循傳統的文化適應的路徑，而是通過「跨文化配得」的方式建立

與東道國社會的聯繫。「配」指的是夠得上、相稱之意，「配得」強調與

他人或物品相符合或相適應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

輯室，2016），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可以被引申為，在日華人在東道國社

會中，尋找自身文化契合可能性的過程。這種尋找並不把追求深度融

入當地社會作為核心目標，而是通過僅與社會規範相契合，獲取與之相

關的社會資源。同時，這種「跨文化配得」的方式也強調需要在交往中

避免衝突，維護人際關係中的和諧與平衡，通過調整自身行為滿足東道

國文化特徵的期待。「跨文化配得」中對「配得」的衡量主要包括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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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兩個主要方面，其中，權力層面的橫量是以對社會的公平性感知作

為依據，而文化層面的匹配則是區域文化脈絡中同源部分的驅動結果。

站在傳播學和人際關係的視角研究跨文化適應中的權力關係，需

要回溯到前人研究的路徑當中進行比較。早期對於跨文化適應的分析

是基於文化學習路徑展開，文化適應和原生文化往往被當作一組相對

的概念，原生文化指的是移居者在母國社會中形成的第一文化（Spiro, 

1955），文化適應則是移居者對於與異文化的接受過程。從原生文化到

文化適應的過渡，可以通過培訓和學習來實現。在這一時期提出的焦

慮不確定性理論、跨文化適應整合理論都是基於這一邏輯，研究強調

為了學習東道國文化，陌生人必須進行有效的傳播互動（Kim, 2001）。

後續研究認為Kim（2005, 2009）未考慮到文化的複雜性和社會權力因

素，因此，可以通過差異性適應理論修正原有模型的局限性，強調文

化適應不應當被簡單視為文化同化的過程，而是移居群體基於不同經

歷作出的自主選擇。其中，權力是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核心，權力分

配的不均會損傷移居者的權益（De La Garza & Ono, 2015）。

權力問題在日本的華人群體中也有所體現，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

均和原有的市場分工，使得華人在日本的經濟活動大多屬於低技術型

勞動的類型範疇。在華人的各類求職社群中，雖然部分具備語言、專

業以及教育優勢的留學生會進入技術型崗位的競爭當中，但是針對大

部分的華人的工作招募仍然以計件制工人、兼職和數字勞工為主。換

句話說，大部分華人在進入日本社會後，由於兩國在教育和經濟方面

存在不對等，導致的結果是只有部分勞動市場向其開放，華人只能轉

而被迫選擇低於東道國主流回報水準的工作。正如有受訪者提到的「誰

說日本好找工作的，日本人是挺好找的，但是很多地方都會卡外國

人，就算是留學生0內定 2的也很多，不要說其他直接過來找工作的人

了，大部分只能打零工，要不然就只能是派遣。」（S14）即使多位日本

學者在過往研究中多次提到了外來族群存在就業困難、低技能勞動、

非正式崗位等結構性問題，並認為語言能力是關鍵的調節因素，並就

此提出了相應的改善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在大學開設商業日語、企業

文化教育、企業實習等課程，以減少外來族群的就業焦慮（ 井富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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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2012；井上恵，2016；守屋貴司，2018），但是並未從社會制度層

面真正緩解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一現象的長期延續，使得華人對社會的公平性感知處於失衡狀

態，促使華人向其他空間進行轉移，以謀求更多的生存資源。不同於

傳統的唐人街的地域性聚集，社交媒體的普及使這種轉移更多向線上

空間的集中。在華人的數字社交網絡中，成員之間的互助機制不僅延

續了族群內部的關係結構，也因同時與母國和東道國之間形成資訊斷

層，而復現出類似熟人社會的數字飛地，為同族成員提供社會資源，

並藉此與東道國社會進行權力協商。但是，由於以社交媒體為土壤形

成的族群邊界相比於線下空間更具備彈性，數字飛地中不會出現強烈

的共同體意識，也難以形成深層次的文化認同。

與此同時，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華人族群內部的權力問題，這也是

前敘研究中較少被關注到的部分。作為中國人際互動中的重要維度，

權力在中國語境下特殊性在於具備可分享性的特徵。在傳統的鄉土社

會，權力體現在以家族為核心的關係運作中，個體通過積累道德資本

來爭取更多的話語權。而面子，則作為權力獲得的外在表徵（吳飛，
2009），可以通過交換人情式的互惠行為進行共用。在日華人的族群

內，權力通過較早進入日本社會的前輩向熟人進行分享，與前輩交往

密集的成員在族群內部也會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例如，在參與式觀察

的過程中發現，被賦予族群內權力的後輩能夠參與管理新建立的社

群，有權對後續進入社群的成員行為進行管理，在成員違反規範時也

有權進行驅逐。

綜上所述，族群外部的失權促使華人轉向族群內部尋求支持，使

得華人在資源獲取上更加依賴族群內部關係，從而加強了華人群體對

族群內社會網絡的依賴。這一依賴也進一步促使其將本應對日本社會

權力制度的接受，轉變為對族群內部權力結構的認同。與此同時，中

日兩國在文化層面存在一定的同源性，這種同源性的存在，提供了在

日華人族群對日本社會淺層嵌入的基礎，使得雙方能夠在有限的範圍

內實現接近與適應。

在後續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對於文化的複雜性以及社交媒體與

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展開研究。例如，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交媒體在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69

族群之界與折衷策略

雙文化身分中所產生的不同效用，再次討論了社交媒體在文化適應中

同時具備的積極和負面效應（Lai, 2024），但對於文化地域性差異的分

析並不多。以在日華人為例，華人的跨文化行為中，除了會保留族群

內部的儒家文化底色外，同樣需要遵循日本的文化規範，需要根據對

方特徵調整自身的行為來適應對方（Hoffman & Zhang, 2022）。因此，

不同區域文化特徵的差異性可能會造成截然不同的文化適應路徑。在

日本和中國的互動語境中，雙方同時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這使得雙

方在對於「和」的追求方面表現出了較高的相似性。在面對衝突時，雙

方都傾向於採取非對抗式的方式來解決。例如，有受訪者認為「可以談

論外國人和我們不一樣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因為外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會認同」（S6）；「目前不想玩LINE、推特之類，不

想接觸這些。」（S17）在文化差異方面，日本文化更關注是否能夠按照

社會預期進行儀式性的遵從，是一種更加正式的遵守道德規範的行為

（Collcutt, 1993），華人則會採取與之相似的行為方式，以確保自身在與

日本人的互動中的行為合理性。

具體到行為層面，日本華人一方面通過數字社交了解當地社會，

並且調整自身行為，選取符合「禮」與「和」的柔性方式與日本社會建立

聯繫，在這個層面中對於符號、法律道德、社會規範等等通常也會採

取相對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契合日本社會的行為和道德規範；另一方

面，對東道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主動保持距離，通過非衝突的方式保

留文化身分，以維護族群的內外文化平衡。例如，多位受訪者在訪談

中提到「沒必要融入。喜歡日本社會的距離感，工作時間正常交流就

好，我不覺得要融入，但要理解日本，求同存異」（S14）；「不會強制自

己融入日本人的圈子自得其樂」（S15）；「沒有想過要有多融入日本社

會，普通學習能畢得了業就行，正常上班下班能拿得了工資就好，也

不會分享自己的背景或者是中國的事情，這類東西都不太說，不喜歡

引起別人注目，而且也怕引起別人的爭論。」（S19）而在權力層面，權

力的分配不均是驅使在日華人選擇與主流日本社會保持距離的重要原

因，配得體現在華人能夠靈活地從中日兩個關係網絡中獲取社會資

源，當東道國社會中的權益受損時則會退回到華人社交網絡中，試圖

通過人情獲取族群內部社會支持，並鞏固和拓展族群內部的關係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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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跨文化適應分析中，強調移居者所採取的文化調整策

略。雖然過往的研究中也談到了權力因素和社交媒體對於文化適應的

影響，但是較少考察基於關係結構與跨文化行為決策之間所產生的聯

繫。從這一角度看來，「跨文化配得」可以被視為跨文化適應理論的延

伸。在獲得的經驗材料可以看出，華人數字族群內外所形成的兩條關

係網，會伴隨著是否獲取社會資源這一標準而產生滑動。華人族群則

是通過調整邊界來間接決定自身的跨文化行為，強調權力資源分配和

原生文化的雙重框架下，對於交往結構形態的動態調整，進而形成其

跨文化行為的決策。

結語

本文將分析聚焦在在日華人的社交媒體使用，試圖分析一個根本

問題，即在數字技術深度嵌入日常交往的當下，華人族群如何在技

術、文化、權力的複雜結構中，尋求跨文化適應的新路徑。研究發

現，社交媒體對於旅居者來說不僅是作為通訊中介，而是承載了制度

約束、文化慣習和權力資源的平台。其中，技術制度是形成華人族群

關係結構的基礎，既有研究證實了社交媒體作為技術中介會直接影響

用戶的跨文化適應行為，但是忽略了防火牆、強制實名等技術制度所

產生的潛在效應。技術制度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中形成了邊界效應，並

進一步促使華人用戶在族群內外的交往中產生了圈層分離，在族群內

部依賴熟人提供生存資源，這種由關係文化主導的交往方式與平台之

間的邊界相互疊加，進而在異文化環境中形成了新型熟人社會的樣

態。相比之下，族群外部則遵循契約式的陌生人式關係，這一內外有

別的交往形態為華人的文化適應過程提供了協商空間。

進一步來看，既有的交往形態促使華人族群選擇了「跨文化配得」

的適應路徑。這一路徑補充了經典跨文化適應理論中關於普遍適應的

預設，即旅居者能夠通過傳播實現預期中的文化過渡；本文在差異性

適應理論所主張的雙向選擇概念基礎上，更加關注以技術為框架所形

成的數字關係紐帶，如何嵌入在文化和權力當中，進而促成跨文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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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協商和博弈，並將跨文化族群的行為選擇作為不同因素之間相互

影響的動態過程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華人族群受到文化和權力的雙

重影響，母國和東道國濃厚的儒家文化底色，對於和諧和集體的共同

追求，促使雙方採用迴避衝突的行為方式，在符號、禮儀等表層文化

中選擇主動適應，但是在核心價值觀層面則保持距離。與既有研究中

對於在日朝鮮人和華人群體的考察結果相類似，研究者認為，移居者

採取了「超越志向」式的文化策略，拒絕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二元文

化，選擇採取中位數的整合模式（李正姬、田中共子，2010；趙師哲、

田中共子，2020a）。本文對於華人族群的數字交往進一步後分析發

現，華人族群的跨文化策略，實質上是在外部權力受限下的權衡選

擇，企圖借助數字平台把迴避衝突的儒家文化腳本嵌入到關係結構和

權力感知當中，一旦意識到自己並未被當地的社會制度所接納，則會

立即收縮邊界，把資源獲取轉向族群內部的熟人關係。在這一行為過

程中，儒家文化不僅是作為傳統的國族符號，而是一種伸縮自如的匹

配方式，對外遵循東道國社會規則用於爭取合法席位，對內則通過情

理和資歷進行關係排序。值得關注的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數字

族群內部同樣具備權力的分配，並且伴隨人情往來而產生流動，這一

點與東道國契約式的權力結構也存在差異，往後研究對於數字文化飛

地的考察或許可以向內延伸。

基於上述發現，本研究為華人的跨文化適應提供了新的視角，一

是社交媒體的使用能否提高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能力，仍然需要回到

中國文化的語境中進行考察，比如家庭、和諧、集體等文化要素，可

以為華人的跨文化適應提供新的解釋視角；二是中國社交媒體體系較

為獨立，更易強化同族群閉環，可能會影響海外華人的適應意願。同

時，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本文選取了在日本的華人作為研究對象，

通過對其簽證類型的劃分，試圖全面涵蓋日本簽證種類上佔主導地位

的華人類型。但是，僅通過簽證分類並不能全面概括所有的華人群體

類型，一些相對數量較少、邊緣化或背景複雜的群體未能被納入研究

範疇；另外，在對權力的討論中，未涉及到政治分歧對跨文化行為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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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1e-Stat（2024年12月13日）。〈在留外國人統計〉。上網日期：2024年12月
13日，取自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4019020。

2 「內定」為日文漢字，在中文裏為「錄用」的意思，這裏指的是指企業內部
決定錄用某位求職者，並向其發出正式的通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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